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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 

效应测度与交互胁迫关系验证 

马艳
1
 

【摘 要】：基于长江经济带 9省 2市 2000～2017 年数据,建立长江经济带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协调发展

评价体系,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和交互胁迫模型,探究二者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在时间序列上,2000～2017 年,长江

经济带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性呈现稳步上升态势,整体处于良好耦合协调阶段。研究期初,生态环境综合

指数高于城镇化综合指数;研究期末,城镇化综合指数高于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在空间格局上,二者的协调发展态势

存在由东部区域沿中西部区域下降的空间差异特征。长江经济带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交互胁迫关系,演变

状态符合双指数函数特征。长江经济带区域内各省市存在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动态耦合关系的空间分布不均衡,经济

较发达地区城镇化水平较高,经济欠发达地区生态环境受恶化风险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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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城镇化率由1978 年的 17.92%增加到 2017 年的 58.52%。根据全世界各国城镇化发

展的一般规律,当一国城镇化水平达到 40%～60%时,即认为该国城镇化发展进入经济的黄金期,也面临“城市病”困扰的多发期。

参照该规律,我国城镇化正处在这一水平区间。审视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由于忽略“外部经济性”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出现的水土污染、土地质量下降等问题无不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随着长江经济带战略实施的不断深化,区域间的相互联系不断

增强,如何在跨区域过程中既能实现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又能保持生态环境的改善,促进两者的耦合协调、互利共生,

已成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之一。因此,探究长江经济带及流域内各省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作用机理与运行规律,

是响应“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指示精神,推动流域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国外对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当属以下3个标志性成果,(1)20世纪80年代末,由联合国经济合作开发署

提出的 PSR 模型,为测度世界环境状况与人类活动提供了概念性框架和新颖的评价思路。(2)1995 年,Grossman 等[1]对 42 个发达

国家的环境质量和人均收入关系展开定量实证研究,发现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程度总体上呈现出先增长后降低的倒“U”型

曲线波动形态,即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此外,美国系统动力学创始人 Forrester[2],系统生态学家Odum 等[3]和德国

科学家 Vester 等[4]利用系统动力学和生态经济学原理,对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城镇化和生态系统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城市发展与环

境变化存在交互作用机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科学的研究。(3)2002 年 OECD 提出了脱钩理论(decoupling 

theory),旨在探讨阻断环境质量损害与经济发展关联性的可能,认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环境压力达到最大值后开始下降,

通过制定相应的对策与措施,可以实现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的掠夺,从而实现脱钩发展[5]。上述成果逐步由描述性分析向定量研究

转化,为我国学者从多学科视角研究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的深层次原因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6]
。 

国内对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以下 3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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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针对城镇化进程中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单一维度研究,主要涉及生态环境中的土地利用、水资源利用、环境污染等问

题与城镇化发展的关系研究。如,郑华伟等[7]运用动态计量模型测度发现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在短期内存在失衡现象,在长期内

存在动态均衡关系。唐志强等
[8]
通过建立动态耦合模型,以生态敏感脆弱地区的水资源为例,研究黑河流域中水资源对城市化格局

和过程的响应关系,揭示干旱区城市化过程与区域水资源配置的内在反馈机制,并对二者的响应关系进行了量化研究。姚小薇等[9]

利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方法,研究发现武汉城市圈城镇化水平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存在负相关关系,为研究区土地利用决策、城

镇化建设和生态环境维护提供了依据。 

(2)针对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的理论研究,包含基本定律、耦合机理及演变规律等[10],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1984 年,

马世骏等[11]构建了“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理论框架,提出了复合生态系统的研究方向和具体决策步骤,为我国城市

生态环境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以方创琳团队为代表的学者,着力探寻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作用机理及演变规律,研究发现:二

者之间存在交互耦合关系[12],在其演化周期内呈现双指数函数变化规律,经历了低级协调共生、协调发展、极限发展和螺旋式上

升 4个阶段[13,14],且整个交互耦合过程遵循六大基本定律[15]。近年来该团队适应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核心区建设的需要,构建了特大

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效应解析的理论框架及技术路径[16],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方法支撑。 

(3)采取实证分析与研究区域相结合,对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规律揭示、协调关系评价、模拟预测分析等展开研究。如,孙

平军等[17]基于熵变视角,构建PSE模型,揭示了吉林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与非协调的交互关系,发现两者耦合关系演化过程具

有阶段性特征。刘耀彬和宋学锋[18～20]利用协同论和系统论观点,分别对徐州市和江苏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作用机理进行了分

析,并以此建立了系统动力学模型,预测研究区耦合度变化情况。张乐勤等[21]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安徽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质量

进行了综合评价,并借鉴 STIRPAT 模型,采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对城镇化演进的边际生态环境效应进行了测度。研究范围涉及

省域[22]、市域[23]、长三角[24]、珠三角[5]、京津冀[25]、沿海等[26]发达省份或地区。对于长江经济带的研究成果近年来也颇为丰富,

内容涉及长江经济带人口、经济、城镇化等诸多单一要素发展时空格局,区域内城市群时空耦合特征,生态环境效率及生态承载

力等等[27～32]。综合近年来的研究发现,目前针对长江经济带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作用关系的研究,多侧重于城市耦合协调度在

时间维度上的排序,对时序特征把握不够,对动态化观念引入不足,缺乏验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是否存在交互胁迫关系的部分。基

于此,本文采用系统分析思路,选择长江经济带作为典型区域,以流域内 9省 2市共计 11个省级行政区域为基本单元,从时空两个

维度分析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动态耦合关系并划分其耦合协调程度,力求验证两者存在交互胁迫关系的可能性,填补现阶段相关

研究的不足。 

1 耦合协调模型与交互胁迫模型构建 

1.1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动态关系分析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生态环境系统是一个由城镇化系统、生态环境系统构成的相互作用、交织、渗透的复合系统,二者间存在

着极其复杂的动态关系。人口、空间、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构成了城市综合体,城镇化的实质是以内向式集聚为主和外向式推

延为辅的综合作用的过程。生态环境系统与城镇化系统互为依赖,共同发展。一方面,由于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人口增长、地域扩

张、资源、能源消耗需求水平的增加、经济社会发展等因素的推动,城镇自身所具有的功能正在对生态环境的平衡产生胁迫效应
[5];另一方面,生态环境在为城镇化发展提供大量的资源环境要素的同时,又要消解容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排放的各种废弃物,

通过其内部包含的各种子环境对城镇化过程的每个方面都有一定的促进和约束作用,推动或迫使城镇化在发展中获得的收益转

移用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使得城镇化的发展保持在生态环境承载范围之内,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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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动态关系图 

刘耀彬等[33]利用经济学中的 logistic 过程推导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动态耦合关系,发现二者的相互作用效应存在着阶段

性变化特征。在城镇化发展初始阶段,经济发展仍较缓慢,城市发展还处于一个低水平的阶段时,生态环境压力会随城镇化的进程

出现直线或近似直线上升的过程,在这一阶段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是停留在表面上,并没有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城镇化

发展进入成熟阶段,生态环境与城镇化会不断地相互磨合、相互作用,也会随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而恶化,使城市发展受到瓶颈制约,

而接近某一饱和水平。一旦约束因素发生变化,原来的瓶颈消失,城市又会呈现新的“S”型增长,生态环境会随城镇化的提高而

变好,城市也会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不断发展变化,实现动态平衡。 

1.2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模型构建 

耦合是物理学中的一个概念,是指两个(或以上)系统在本系统内部和其他外部系统的多重作用下彼此相互影响的现象。而耦

合度是对模块间关联程度的度量,用来描述系统或者要素之间作用影响程度[34]。由于系统之间的交互耦合关系具有较为显著的相

似性,耦合度模型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揭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复杂的交互耦合机理,其计算步骤为: 

 

式中:C 表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复合系统的耦合度,C∈[0,1];F(U)为城镇化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值;F(E)为生态环境系统综合

评价指数值,k为模型调节系数,式中 k≥2,一般取 2。 

 

式中:T反映的是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综合协调指数;α、β为待定系数,本文各自取值 0.5。 

 

式中:D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该值用以反映两者之间的协调程度。借鉴张雅杰等[27]、王宾等[30]学者的研究

成果,根据耦合协调度大小划分其协调类型,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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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耦合协调程度的划分标准 

综合类别 耦合协调 过渡发展 不协调发展 

协调度水

平 

(0.9～

1.0) 

(0.8～

0.89) 

(0.7～

0.79) 

(0.6～

0.69) 

(0.5～

0.59) 

(0.4～

0.49) 

(0.3～

0.39) 

(0.2～

0.29) 
(0,0.19) 

阶段 优质协调 良好协调 中级协调 初级协调 勉强协调 濒临失调 轻度失调 中度失调 严重失调 

 

1.3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模型构建 

根据系统动力学理论,本文将城镇化生态环境系统内的 2 个子系统进行组合研究,分析其内部的胁迫关系。基于前文文献梳

理已证实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状况之间存在倒“U”形曲线的变化关系[1,6],公式为: 

 

国内学者周一星研究发现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对数曲线的关系[25],其表达式为: 

y=algx+b                                                (5) 

式中:z代表生态环境恶化程度;x,y 分别代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城镇化水平;m,n,p,a,b 为非负待定参数[5]。 

结合倒“U”型曲线方程和对数曲线方程两组公式,可以进一步推导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交互胁迫关系的双指数函

数: 

 

式中:当 时,生态环境随城镇化的提高而逐渐恶化;当 时,生态环境的恶化程度达到最大值 m;当 时,生态环

境随城镇化的提高逐渐转好[5,22,26,35,36]。 

2 研究区概况、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改革开放以来,长江经济带已发展成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战略支撑作用最大的区域之一。本文研究的长江经济带是在长江

流域基础上考虑行政区划完整性而确定的区域,包括沪、苏、浙、皖、赣、鄂、湘、渝、川、滇、贵 9省 2市,总面积 2.06×106km2。

长江经济带土地资源占国土面积的 21.27%,2017 年地区生产总值和城镇化率分别达到全国的 45.1%和 57.71%,承载了全国近一半

的人口与经济占比,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廊道和绿色生态廊道。但与此同时,长江经济带又是全国主要的环境负载与资源消耗区

域之一,生态环境受大规模城镇化和工业化的破坏和威胁十分严重,区域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日渐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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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 

为准确评价城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综合值,参照已有的研究成果
[6,22,26～32]

,同时考虑数据指标的可获得性,根据长江经

济带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特点,经共线性分析剔除了多重变量的相似性信息,分别从 2 个系统、8 个状态层,26 项基础指标,构建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如表 2所示。 

表 2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标 

系统层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 方向 

城镇化系统 

人口城镇化 0.112 

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 0.572 正向 

二、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 % 0.428 正向 

空间城镇化 0.284 

每万人拥有建成区面积 km2 0.269 负向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人/km2 0.242 正向 

人口密度 人/hm2 0.488 负向 

经济城镇化 0.248 

人均 GDP 元/人 0.285 正向 

二、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 0.157 正向 

人均工业总产值 元/人 0.240 正向 

人均地方财政收入 元/人 0.317 正向 

社会城镇化 0.34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0.227 正向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0.197 正向 

万人拥有医生数 人 0.198 正向 

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学生数 人 0.256 正向 

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量 台 0.122 正向 

生态环境系统 

资源条件 0.179 

人均水资源量 人/m3 0.484 正向 

人均耕地面积 人/hm2 0.270 正向 

人均粮食总产量 kg 0.247 正向 

生态保障 0.242 

森林覆盖率 % 0.469 正向 

人均拥有绿地面积 人/m2 0.280 正向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0.251 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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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压力 0.345 

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t 0.395 负向 

人均工业烟尘排放量 t 0.393 负向 

人均废水排放总量 104t 0.212 负向 

生态响应条件 0.233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0.260 正向 

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 104m3 0.218 正向 

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 万元 0.522 正向 

 

表 2 中包含两个子系统。其中,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子系统将从人口、空间、经济和社会城镇化 4 个方面选择指标,反映

其综合发展程度,其值越高表明城镇化发展水平及质量越好,反之则亦然。生态环境子系统涉及到资源条件、生态保障、生态压

力、生态响应 4个方面,反映了区域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其值越高表明城镇化发展对生态环境水平的影响越大,反之亦成立。文

中指标数据来源于 2001～2018 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生态压力和生态响应类数据来源于各省市统计年

鉴和国土资源统计公报。为避免指标体系中不同量纲无法直接汇总的问题,文章采用无量纲化方法对正向、负向指标数据进行标

准化处理: 

正向指标:X’ij=(Xij-Xjmin)/(Xjmax-Xjmin)(7) 

负向指标:X’ij=(Xjmax-Xij)/(Xjmax-Xjmin)(8) 

式中:X’ij为标准化后值;Xij为实际计算值;i为指标序号;j为年份。 

由于本文研究区域涉及多地域、跨年度的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综合指数测算,考虑到指标间的相互关联性,为消除权重确定的

主观因素,采用熵值法测算指标权重。 

3 结果分析 

3.1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时序分析 

如图 2所示,图中曲线由上至下分别代表长江经济带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值、生态环境综合值和城镇化综合值。研

究期内,3条曲线均呈稳步上升趋势。其中,最上方的耦合协调度曲线,在2000～2004年经历了小幅波动,耦合协调度值处在[0.4～

0.49]区间,属于濒临失调状态;2005～2006年处于勉强协调状态,分别为0.53和 0.56;从 2007 年开始,耦合协调度已由过渡发展

类转为耦合协调类,此类型包括初级协调、中级协调、良好协调和优质协调 4个阶段。2007～2008年处于初级协调阶段,为 0.615

和 0.67;2009～2011 年进入中级协调状态,此后耦合协调度逐年优化,目前已进入良好协调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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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长江经济带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 

其余两条曲线整体呈波动增长趋势,且生态环境综合指数总体高于城镇化综合指数。2000 年,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综合指数

为 0.345,2017年已增长到0.688,18年间年增长率为3.9%。在 11个省份中,贵州、四川、云南、湖北、江西的增长率在 6%～7%

之间,其余省份增长率在 3%～4%之间。虽然城镇化综合指数初期较低,但后期增长较快,上升趋势尤其显著。2000年,长江经济带

城镇化综合指数为 0.151,2017 年增长至 0.698,增长率为 8.9%。在 11 个省份中,贵州省城镇化增长率最高,年均增幅为 5.21%,

其次为江西省和安徽省,分别为 4.84%和 4.14%,上海市的城镇化增长率最低,仅为 2.72%。在研究期末,二条曲线增幅差距逐渐缩

小,到 2017年城镇化指数已略高于生态环境指数,基本扭转了城镇化滞后发展的状况,说明长江经济带的提出,加速了城镇化的发

展,促进了两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性。 

结合图2柱状指标进一步探究发现,在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各子系统指数值中,社会城镇化>空间城镇化>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

化。人口城镇化的发展已成为制约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的瓶颈。2017 年上海市城镇化率达到了 87.7%,而处在长江经济带西部

地区的云南省、贵州省城镇化率仅为 46.69%和 46.02%。究其原因在于: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中,除拥有良好区位条件、雄厚经济

基础的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以外,多数省份仍地处中西部地区。这些省份虽然拥有良好的自然资源条件,但城镇化进程缓慢、

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不足,导致人口向东部地区集中流动,造成区域之间城镇化水平不均衡。以在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比率为

例,上海、江苏、浙江 3 省平均值高达 80%以上,而贵州、云南两省仅为 41.24%和 43%,东部地区城市人口密度过高导致资源环境

约束趋紧,而中西部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强的地区城市人口聚集不足,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效应,制约了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整体的发

展。 

在生态环境系统中,生态压力子系统指数最高,资源条件子系统值最低。在研究初期,生态压力子系统值为 0.12,在研究期末

已达到 0.24,其二级指标中包含了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人均工业烟尘、废水排放量,这 3 个指标均为负指标,其值越大,说明生

态环境所承受的压力也越大。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指数与生态环境综合指数的差距在不断缩小,各子系

统的发展趋势在经历短暂波动后,增速逐渐平稳。特别是 2017 年,城镇化综合指数首次超过生态环境发展指数,说明长江经济带

城镇化发展滞后的现状正在逐渐得到改善,但未来仍需进一步协调有限的资源条件与持续的生态压力的矛盾。 

3.2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空间分析 

本文选取 2000、2010 和 2017 年长江经济带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度作为代表年份,进行空间格局演变分析。 

如图 3 所示,在 2000 年,浙江省耦合协调度为 0.613,属于初级耦合协调型,是唯一处于耦合协调发展类别的省份。过渡发展

类的省市共有 7个,其中:上海、江苏、湖北 3省市耦合协调度处于 0.5～0.59 区间,属于勉强协调型;而濒临失调型省市共 4个,

分别为安徽、江西、湖南、重庆,耦合协调度处于 0.4～0.49 区间。剩下的四川、云南、贵州 3 省属于不协调发展类型,属于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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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失调型范围。2010年,各省份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提高,所有省市都进入了耦合协调发展类别。

其中,良好协调型的省份仅浙江省 1个;中级协调型的省份数量最多,达到 7个,为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重庆、四川;

初级协调型为江西、贵州、云南。2017年,浙江省耦合协调度依然保持在首位,属于优质协调型;上海、江苏、湖北、湖南、重庆

进入到良好协调型;安徽、江西、四川、云南为中级协调型;贵州省虽然耦合度相较于 7年前有所提升,但仍处于初级协调型阶段。 

整体上看,长江经济带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现“东北高、西南低”的衰减格局,具有明显的地域

特征。与 2000年相比长江经济带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性正逐渐优化,各省市协调状态显著提升。2017 年,各省市协调度最

高的为浙江省,处于优质协调状态,最低的为贵州省,协调度为 0.688,为初级协调阶段。从代表年份协调度的变化趋势来看,浙江

省始终处于耦合协调类别中,且状态不断优化。与之相随的是上海市和江苏省,在代表年份中,始终处于 11省市的前列,这与3省

市的经济基础、地理位置、产业结构息息相关;而云南、贵州、四川 3省在研究初期协调度垫底,属于轻度失调型,其生态环境综

合指数远高于城镇化综合指数,两者之间的悬殊明显。 

 

图 3长江经济带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类型 

由于长江经济带独特的地域性,根据自然地理位置和行政区划及经济发展水平,本文将长江经济带 9 省 2 市划分为上游(重

庆、四川、贵州、云南)、中游(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和下游(上海、浙江、江苏)3 大区域进行分析(图 4)。从区域视角来

看,2000～2017 年长江经济带上游、中游、下游 3大区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具有以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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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00～2017 年上中下游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发展趋势 

三大区域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现持续上升趋势。18 年来,上、中、下游地区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有一定幅度的提升,特别是

上游地区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表现最为强劲。2000年,下游地区耦合协调度与上游地区差距明显,两地耦合度相差 0.21。经

济基础薄弱、人口外流等因素严重阻碍了上游地区城镇化的发展。从 2004 年开始,上游地区的协调度提升到 0.462,首次超过中

游 0.434,此后中游与上游地区耦合协调度差距逐渐缩小,演变趋势基本上呈交错上升发展。从 2009年开始,流域内所有省份均进

入耦合协调发展类别。其中,贵州省首次进入初级耦合协调发展阶段,且在这一年其城镇化指数与生态环境指数的差距进一步缩

小,与云南省、江西省同处于初级协调发展阶段。这主要得益于,以云南、贵州为代表的上游省份,一方面充分利用自“十一五”

期间国家给予西部地区的扶持政策,转变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积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吸引居住在生态极度脆

弱地区的农村居民就近或到中下游城市从事二、三产业发展,推进人口城镇化的建设。另一方面结合自身自然资源禀赋和旅游资

源的优势,以川渝为先行示范区,以重庆为西部大开发战略支撑和长江经济带西部中心枢纽,稳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使得

四省份近年来经济发展成绩显著,与中、下游地区的差距正逐渐缩小。 

三大区域的耦合协调度与长江流域呈反梯度关系,即存在“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的特征,且这一特征与经济发展

格局相近。文章利用熵权法进行城镇化综合指数评价时发现,长江经济带经济城镇化的权重为0.248,社会城镇化的权重为0.346,

二者权重占城镇化系统 6 成的比例,直接影响城镇化的总体评价。位于长江经济带下游的上海、江苏、浙江 3 省市,拥有良好的

区位条件,经济基础雄厚,整体竞争力居于全国前列,其地区协调度相对较高。反之,经济不发达、城市基础设施水平较低的上游

地区,其耦合协调度相对较低。 

3.3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关系验证 

利用 Matlab软件,结合 1.3交互胁迫模型的构建方法,对 2000～2017年间长江经济带 11省市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两子系统

进行曲线拟合求解(表 3),推导并绘制出 11省市的双指数函数拟合图(图 5)。 

从方差(SSE)、校正后的决定系数 R2检验来看,长江经济带全流域及 11省市对数曲线方程拟合效果良好。如表 3所示,m表示

曲线拐点出现时生态环境的恶化程度,其值由大到小依次为: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浙江、重庆、四川、云南、

贵州。表明长江经济带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双指数曲线出现拐点时,位居前列的省市所承载的生态压力要高于位居末位的省市。从

地理位置分析,位居前列的省市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属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发达的地区,位居末位的省市多分布在自然

资源较为丰富的长江上游地区。n值表示生态环境随城镇化运行状态变化的速率有关。从 n的取值来看,11 个省市从大到小依次

为上海市、湖北省、浙江省、江苏省、重庆市、江西省、湖南省、安徽省、贵州省、四川省、云南省,表明各省市生态环境压力

与城镇化规模扩张速率有关,城镇化系统变化速率越快,生态环境恶化越迅速。b 值的大小反应了双指数曲线拐点出现的早晚。b

值越大,说明拐点出现时城镇化系统发展水平越高。如表 3 所示,较早出现生态拐点的省份为云南、安徽、贵州、江西、云南等

省,主要集中于长江经济带的中上游区域;拐点值较小且较晚出现的省份是浙江、上海、重庆、湖北等地。说明长江经济带城镇

化水平越高区域的拐点晚出现于水平较低区域,而且较高区域拐点出现时城镇化水平较高,这一结论在上海最为典型。 

表 3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动态耦合的双指数函数方程 

省/市 双指数关系方程式 m值 n 值 a 值 b 值 p 值 

上海市 Z=0.9190-0.8698(10(Y-1.2580)/1.8920-1.0280)2 0.9190 0.8698 1.8920 1.2580 1.0280 

江苏省 Z=0.8932-0.6219(10(Y-0.8092)/0.7531-1.2790)2 0.8932 0.6219 0.7531 0.8092 1.2790 

浙江省 Z=0.7930-0.6680(10
(Y-0.8459)/0.8799

-0.9512)
2
 0.7930 0.6680 0.8799 0.8459 0.9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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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 Z=0.8738-0.4917(10(Y-0.7209)/0.5020-1.0280)2 0.8738 0.4917 0.5020 0.7209 1.0280 

江西省 Z=0.8376-0.5479(10(Y-0.6533)/0.6467-1.0150)2 0.8376 0.5479 0.6467 0.6533 1.0150 

湖北省 Z=0.8712-0.6894(10(Y-0.7707)/2.0400-1.4480)2 0.8712 0.6894 2.0400 0.7707 1.4480 

湖南省 Z=0.8595-0.5263(10(Y-0.7406)/0.6491-1.2380)2 0.8595 0.5263 0.6491 0.7406 1.2380 

四川省 Z=0.7330-0.3862(10(Y-0.7564)/0.9712-1.0250)2 0.7330 0.3862 0.9712 0.7564 1.0250 

贵州省 Z=0.5482-0.4299(10(Y-0.6511)/0.4713-1.1270)2 0.5482 0.4299 0.4713 0.6511 1.1270 

云南省 Z=0.6818-0.2785(10(Y-0.4203)/0.8005-0.8532)2 0.6818 0.2785 0.8005 0.4203 0.8532 

重庆市 Z=0.7367-0.6156(10(Y-0.8053)/1.0510-1.2870)2 0.7367 0.6156 1.0510 0.8053 1.2870 

合计 Z=0.8575-0.6163(10(Y-0.9616)/0.8463-1.1410)2 0.8575 0.6163 0.8463 0.9616 1.1410 

 

 

图 5长江经济带 11省市城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动态关系双指数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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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拟合图 5 所示,长江经济带全流域及 11 省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演变轨迹存在阶段性和空间发展不均衡性,具体表现为:

经济发展速率较快的省市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地区,当拐点出现时,其城镇化水平较高;经济欠发达的城市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上游,

其承受的生态环境压力较高;在拐点出现前,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演进轨迹呈同向增长趋势,即城镇化水平提升,生态环境受影响

程度增加;在拐点出现后,二者呈反向变动趋势,即城镇化水平提升、生态环境受影响程度降低。这一过程的演进,说明所求的双

指数曲线方程和拟合图符合非线性曲线演变的轨迹,即城镇化发展对生态环境表现出明显的胁迫作用,而生态环境对城镇化发展

也具有较强的约束作用[6]。 

4 结论与建议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最重要的经济廊道和绿色生态廊道,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如何协调好该地区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与生态环境的有序利用也成为国家、地方和学界高度关注的热点问

题。基于此,本文利用省级层面的数据测度了长江经济带 9省 2市 2000～2017年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关系,在此基础上,

通过对两子系统演变轨迹进行时空动态关系曲线拟合,验证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的关系,研究结论表明: 

(1)从时间维度上看,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呈持续上升态势,总体处于良好协调阶段。18年间,

区域整体上经历了由过渡发展类型向良好耦合协调发展类型的转化。在研究期初,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综合指数整体高于城镇化

综合指数,在研究期末,二者差距已明显缩小,且出现城镇化指数超过生态环境发展指数的现象。 

(2)从空间格局上看,长江经济带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呈现“东北高、西南低”的衰减格局;三大区域的耦合

协调度具有“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的反地势阶梯特征,且这一特征与经济发展格局相一致。 

(3)基于系统论和非线性回归模型,证实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生态环境系统内部存在交互胁迫关系,二个子系统的演变轨迹符

合双指数函数的运行规律。长江经济带沿江各省市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水平交互作用的耦合协调度均符合“S”型曲线变化;

从拐点出现时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生态环境恶化程度与演变速率来看,长江中上游地区出现生态环境恶化状况要早于经济发展水

平较高的长江下游地区,即经济较发达地区城镇化水平较高,经济欠发达地区生态环境受恶化风险较大。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针对性的政策建议:(1)加快推进人口、空间、社会、经济城镇化进程,缩小各子系统之间的差距。

以人口城镇化为突破点,积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提高城市承载力为支撑,协调好城镇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关系。以

空间城镇化为考量,合理进行产业选择和布局,倡导以高生态效率的产业替代传统的低生态效率的产业和生产方式,加快经济发

展方式转变。以社会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为重点,实施差别化的协调发展战略,明确上中下游产业分工,发挥沿江三大城市群的辐

射带动作用,形成分工协作、协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格局,推动下游带动中上游的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2)以绿色发展作

为优先任务,加快改善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一方面,要着力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和废弃物排放强度,努力构建资源高效利用、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绿色城市。另一方面,需从国家层面进行立法保障,对长江全流域实施生态补偿机制;制定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

加大环境联防联治工作力度,确保城镇的发展与环境保护正向同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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